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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学历人才的空间演化特征及驱动因素

古恒宇，沈体雁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北京 100871）

摘要：人才是推动地区创新发展的核心动力，也是未来城市竞争的关键。基于第六次全国人

口普查和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运用集聚度、基尼系数等空间统计分析以及负二

项回归模型方法，对 2010—2015年中国城市高学历人才的空间演化特征及驱动因素展开研

究。结果发现：① 人才呈现出高度集中且不平衡的空间分布格局，但不平衡的趋势有所缓解，

分布方向为“东北—西南”走向。人才分布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城市群是人才集聚的高地。

② 经济机会是影响中国高学历人才集聚的主导力量，其中工资是核心驱动因素，地区的发展水

平、产业结构同样产生显著影响。③ 控制经济机会的影响后，以教育和医疗等基础公共服务、

交通可达性和城市消费设施为核心的地方品质变量在高学历人才的空间集聚过程中发挥重要

作用。④ 城市群与非城市群人才驱动因素存在显著差异：经济机会是城市群和非城市群人才

集聚的主要驱动力；教育、消费、交通以及自然环境等地方品质变量对城市群人才集聚的影响

更为显著。本研究为城市和区域人才政策和区域发展政策的制定提供借鉴与参考。

关键词：高学历人才；空间演化；驱动因素；地级以上城市；中国

DOI: 10.11821/dlxb202102006

1 引言

中国的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变为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优化升级产业结构的攻关期，科技创新成为国家以及地区发展的核心动力。其中，高学
历人才无疑是推动科技创新，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第一要素[1]。高学历人才是
兴市之基和立国之本，是国家宝贵的战略资源，更是未来城市竞争的关键。2010年中国
国务院颁布《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下文简称《纲要》），指
出中国要从人力资源大国向人才强国转变，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的战略选择[2]。
2017年“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坚定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培养造就一大批具有国际水
平的战略人才、科技领军人才、青年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以上政策都说明了转型时
期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对高学历人才的重视程度。近年来各地方政府都将高学历人才视作
区域发展重要力量，并为吸引、留住高学历人才制定了一系列公共政策，掀起了越演越
烈的“人才争夺”热潮[3]。

21世纪以来，中国高学历人才增加成为重要的趋势。2015年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
示，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中，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
达到17093万人，较2010年同期增长了42.87%。然而，从空间分布的角度看，中国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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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的不均衡趋势依然显著，大城市对人才的“虹吸”效应进一步挤压了中小城市的发
展空间[3]。在此背景下，近年来中国各城市的高学历人才呈现出怎样的空间集聚特征？人
才的吸引点在哪里？造成该空间格局的驱动力是什么？与一般城市相比，作为更高级空
间组织形式的城市群中人才集聚的驱动力是否呈现出差异化特征？回答上述问题，对于
城市和区域人才管理政策和区域发展政策的制定具有借鉴意义。

人才是自由流动的经济要素，人才的迁移与流动是在经济机会下的一种理性决策，
经济发展水平高，就业机会多，工资水平高、产业结构优化的地区具有绝对的人才吸引
力[4]。Lewis提出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模型认为劳动者为了实现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便自发
从边际生产率低的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进行转移，推动工业部门不断扩张与持续的经济
增长[5]。从微观经济个体视角分析劳动力迁移与分布的动机，Esenwein-Rothe认为每个劳
动者都具有充分的经济理性，其迁移的源动力来自于经济收益，当工资收入大于迁移成
本时，劳动者就有充分的动机进行迁移[6]。Todaro则认为劳动力迁移的动机在于预期收入
而非绝对收入，劳动力的迁移决策是预期收入与迁移成本相比较的结果[7]。以Stark为代
表的新迁移经济理论把关注的焦点从个人转至家庭，认为劳动力的迁移是家庭收入最大
化与风险最小化决策下的结果，劳动力的迁移不仅仅是为了实现个体经济效益的最大
化，也是为了实现家庭经济收入的目标[8]。Krugman的“核心—边缘”模型在垄断竞争的
框架下证实了产业的规模报酬递增效应、消费者的多样化偏好和运输成本最终将可能导
致均质空间中出现劳动力集聚的空间分布[9]。

人才不仅仅是单纯的经济人，更是具有多样化需求的社会人，当人才满足了基本的
生理及物质需求后，更高层次的对生活品质的需求可能被激发。基于均衡理论的视角，
Graves认为每个劳动者因追求效用的最大化而在不同区域之间迁移，在假定各个区域劳
动力的个人效用一致性的前提下，各个地区之间劳动力报酬的差异是对舒适度的补偿[10]。
因此，劳动力的迁移本质上是基于对区域舒适度的需求而非工资差异[11-12]。Glaeser等提
出了著名的“消费城市”的假说，认为城市扩张的关键在于其提供的服务与消费品的质
量，高舒适度的城市会吸引更多人才的进入[13]。Florida通过全新的划分定义创意型人力
资本，将创造性阶级定义为从事工作是“创造有意义的新形式”的劳动力，并发现促使
创意阶层集聚的原因是城市的“便利设施”，既包括城市气候等自然条件，也包括城市的
包容性的人文环境[14]。Clark等指出随着运输工具的日益完善，交通成本降低，劳动力的
迁移成本下降，多中心的城市格局逐渐形成，此时吸引人才的关键在于公共物品，即城
市的物理“设施”，由于公共物品具有不可运输性，人才需要通过迁移来获取公共物品[15]。
杨开忠认为地区的公共服务和私人服务提供、多样化消费水平、自然舒适度、交通便利
度等因素可以统称为地方品质因素，并指出人才的驱动根本上是地方品质驱动[16]。

近年来围绕人才的空间分布和驱动因素，学者们开始展开以中国为案例地的讨论[17-28]。
研究显示经济规模、人均收入、失业率、产业结构代表的经济机会因素是塑造中国人口
及人才分布格局的关键力量[17-21]。中国人才分布在地区间存在不均衡的特征，学界认为造
成该现象的根源是中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物质生活条件和工作生活环
境方面存在较大差距[19]。顾朝林等通过问卷等质化方法，进一步确定工作机会、生活条
件、工资水平等经济因素是人口迁移的主要动因[22]。此外，学者通过对不同类型劳动力
进行研究，包括高技能劳动力、科研人才以及高学历人才，佐证了经济机会的决定作
用[23-25]。另一方面，学者也开始探索地方品质因素对人才分布的作用力，主要发现完善的
教育、医疗等基础公共服务和稳定的社会治安是吸引人才的关键[23-24]。良好的生活环境与
消费配套设施是人才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保障，休闲娱乐条件、饮食条件、治安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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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购物环境对人才的吸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25]。随着中国市内和区际交通基础设施

的日益完善，交通便利度对人才分布的影响也引起了学界的关注[26-28]。目前为止，对比经

济机会和地方品质对中国人才驱动力强弱的文献相对较少，现存的文献一致认为经济机

会是塑造中国人才的主要力量，地方品质变量在某些研究中尽管显著但是作用力较小[21]，

在另一些文献中其影响力量则并不明确[20]。

通过梳理文献，既有研究主要存在以下不足：首先，由于数据可获得性的原因，主

要围绕2010年以前的人才分布格局数据展开，缺乏对《纲要》发布后人才空间分布及驱

动因素的研究；其次，以往研究缺乏对不同城市人才驱动力的差异化对比。本文拟运用

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和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在地级尺度上研究高

学历人才的空间演化特征及其驱动因素，并对城市群和非城市群城市中人才分布和影响

机制的差异化进行研究，以期为中国人才治理和地区发展提供建议。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区域

研究区域为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含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

省。研究的基础地理单元为地级及以上行政单位，主要的原因是城市是中国制定人才政

策的基本单元，要素及资源在城市间的差异巨大，造成影响各城市人才分布的影响因素

各异。由于部分行政区划发生变动，取两期数据中未变动部分作为文章空间分析的基本

研究单位，共得到309个地级行政单位。研究基于两类指标来测度高学历人才的空间分

布格局：高学历人才总量（即大专及以上学历的人才数）与高学历人才密度（即每平方

千米面积上高学历人才数量）。在本文的回归分析部分，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以地级及

以上城市作为基础研究单元。

2.2 研究数据

研究的基础数据来源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以及 2015年全国 1%人口抽样调查

数据。借鉴以往学者的经验[3, 19-20, 29-30]，本文对人才的定义为“专科及以上学历的人口”，

使用学历定义人才的好处体现在学历能够较好地代表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和劳动资本。此

外，中国各城市的相关人才政策（如落户政策）往往使用学历来划分人才。使用学历来

定义人才，能够更贴合各城市实际的人才需求情况。

回归分析部分，自变量数据主要来源于 2015年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31]，反映

2014年底各城市的经济社会状况。各城市星级饭店数量来自于2014年的《中国区域经济

统计年鉴》 [32]。2014年气象数据来源于国家气象信息中心的全国气象站数据（http://data.

cma.cn/），气象站数据可以被汇总至各地级城市。公路网络可达性所需要的全国三级路

网（省道、国道、高速公路）数据来源于2015年出版的《中国交通地图册》 [33]。具体而

言，变量主要分为经济机会与地方品质两组变量，剩下的变量被看作控制变量。

2.3 研究方法

2.3.1 集聚度 高学历人才集聚度，代表一个地区相对于全国高学历人口集聚程度[34]，可

以用某一地区占全国1%的国土面积上集聚的全国高学历人口的占比（%）来表示。计算

公式为：

Ji =
( )pi /pn × 100%

( )Ai /An × 100%
=

pi /Ai

pn /A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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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Ji是 i市的高学历人才集聚度；pi是 i市的高学历人才数量；Ai是 i市的土地面积；An

是全国土地面积；Pn是全国高学历人才总数。
2.3.2 基尼系数 运用基尼系数测度中国309个地级及以上行政单位高学历人才分布的不
均衡程度，基尼系数（G）的公式如下[35]：

G = 1
2n2 X̄∑i = 1

n ∑
j = 1

n

|| xi - xj （2）

式中：n代表地级及以上行政单位个数， X̄ 代表全国各市高学历人才平均数量；xi和 xj为
任意两市高学历人才密度。
2.3.3 空间统计分析 测度全国高学历人才密度的空间自相关性是认识其空间格局的重要
方面。空间自相关指的是对象的属性值在地理空间上相关，或者说属性值的相关性是由
对象的地理次序或地理位置造成的[36]。莫兰指数（Moran's I）是运用最为广泛的探测数
据中空间自相关的方法，其思路来源于Pearson相关系数公式[37]。借助莫兰指数计算结
果，可分析各城市高学历人才是否存在空间溢出效应。莫兰指数的计算公式可以写成：

Moran's I = n∑i∑j
wij

×
∑i∑j

wij(xi - x̄)(xj - x̄)

∑i
(xi - x̄)2

（3）

式中：n为样本数量；wij为空间权重矩阵W的（i, j）元素。根据地理学第一定律，本文
中W的构建采用反距离权重的原则。xi和xj分别是空间单元 i和 j的观测值； x̄是观测值的
平均值。莫兰指数正值反映了空间正相关性，负值则反映空间负相关性。若对空间权重
矩阵进行行标准化处理，使得结果取值范围在[-1, 1]的区间内。

热点分析。采用热点分析（Getis-Ord Gi
*）统计度量各市高学历人才密度空间分布的

热点区域及冷点区域。热点分析计算公式如下：

Gi
* =

∑
j = 1

n

Wi, j - X̄∑
j = 1

n

Wi, j

S

n∑
j = 1

n

Wi, j - æ
è
çç

ö

ø
÷÷∑

j = 1

n

Wi, j

2

n - 1

, X̄ =
∑

j = 1

n

Xj

n
, S =

∑
j = 1

n

X 2
j

n
-(X̄ )2 （4）

式中：Xj为城市 j的高学历人才数量；Wi,j为要素 i和 j之间的空间权重；n为城市总数； X̄

为高学历人才密度的均值；S为各市高学历人才密度标准差；Gi
*统计为 z得分，z得分越

高，表示高学历人才密度呈现高值聚类越紧密；z得分越低，表示高学历人才分布呈现低
值聚类越紧密[38]。

标准差椭圆。标准差椭圆方法能够从中心性、展布性、方向性、密集性、空间形态
等多个方面较为精确全面地定量揭示地理要素在二维空间中的分布特征，目前已在社会
科学的各个领域得到广泛应用[39]。椭圆的中心点刻画了要素分布的中心性，长轴短轴及
方位角刻画了要素分布的展布性与方位，要素之和与椭圆面积之比刻画了要素分布的密
集性。
2.3.4 负二项回归模型 本文被解释变量为大专以上高学历人才数量，为非零正整数，在
这种情况下，计数模型（如泊松回归和负二项回归）将比一般线性回归模型更适用于该
数据类型[40]。泊松回归模型的基本假设为离散平衡（Equidispersion），即因变做量的方差
与平均值相等。若违背该假设，将导致模型的有偏估计。负二项回归模型通过引入参数
α，以测度过度离散水平。由于本文所使用的数据存在过度离散的问题，因此更适合采用
负二项回归的形式研究高学历才分布的决定因素。模型的设定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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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 )Y = yi|μ, α =
Γ( )α-1 + yi

Γ( )α-1 + Γ( )yi + 1

æ

è
çç

ö

ø
÷÷

α-1

α-1 + μ

α-1

æ

è
çç

ö

ø
÷÷

μ

α-1 + μ

yi

（5）

E( )yi = μi = exp (x'
i β) （6）

式中：Γ是Gamma积分，条件均值 μ = E(y) ；α是Gamma分布的离散系数，当其趋向于0

时，负二项模型变为泊松模型；yi表示 i城市的人才数量；xi表示 i城市的解释变量组合，
β为相应的回归系数组合。

3 中国高学历人才的空间集聚模式

3.1 人才呈现出高度集中的空间分布格局
根据封志明等提出的人口集聚度指标[34]，将309个地级及以上行政单位根据高学历人

才集中程度划分为人口密集区（J ≥ 2）、人口均值区（0.5 < J < 2）和人口稀疏区（J ≤
0.5） 3 个类别，其中人口密集区又进一步分为高密集区（J ≥ 8）、中密集区（4 ≤ J <
8）、低密集区（2 ≤ J < 4）；人口均值区分为均值上区（1 ≤ J < 2）、均值下区（0.5 <
J < 1）；人口稀疏区分为相对稀疏区（0.2 < J ≤ 0.5）、绝对稀疏区（0.05 < J ≤ 0.2）和
极端稀疏区（J ≤ 0.05） 8个级别。

2010—2015年中国高学历人才高度集中在少量的地级行政单元上，对于人才密集区
而言，2010年中国 12.30%的土地上集中了 70.65%的人才，2015年中国 11.67%的土地上
集中了65.16%的人才（表1）。对于人才高度密集区而言，2010年中国2.14%的土地上集
中了36.40%的人才，2015年中国1.78%的土地上集中了30.73%的人才。2010—2015年中
国人才分布的密度持续提升，全国人才平均密度从 14.82人/km2增加到 17.90人/km2。绘
制人才密度图（图1），可以看出人才密集地区主要分布于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省会
直辖市以及城市群区域，主要包括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郑州、太原、武汉、南京等
中东部地区省会城市以及东莞、珠海、中山等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城市。另外，人才分布
稀疏地区广泛分布在中国的西部地区以及东北地区中的部分区域，占据中国60%多的土

表1 2010年与2015年中国高学历人才空间分布的描述性统计
Tab.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n the distribution of highly educated talents in China in 2010 and 2015

密集

地区

均值

地区

稀疏

地区

2010年

高学历人才集聚区
分类(个)

高度密集区(25)

中度密集区(27)

低度密集区(60)

小计

密度均上区(69)

密度均下区(61)

小计

相对稀疏区(34)

绝对稀疏区(16)

极端稀疏区(20)

小计

总计

人才
比例(%)

36.40

12.87

21.38

70.65

14.07

9.33

23.40

4.11

1.16

0.01

5.28

土地
比例(%)

2.14

2.31

7.85

12.30

10.43

13.21

23.64

11.68

10.61

41.77

64.06

密度
(人/km2)

252.17

82.46

40.35

85.09

19.99

10.46

14.67

5.21

1.63

0.00

1.22

14.82

2015年

高学历人才集聚区
分类(个)

高度密集区(27)

中度密集区(34)

低度密集区(58)

小计

密度均上区(81)

密度均下区(57)

小计

相对稀疏区(23)

绝对稀疏区(20)

极端稀疏区(15)

小计

人才
比例(%)

30.73

15.52

18.90

65.16

18.19

10.65

28.84

3.64

1.83

0.52

6.00

土地
比例(%)

1.78

2.85

7.03

11.67

13.01

14.93

27.94

9.40

17.44

33.55

60.39

密度
(人/km2)

308.46

97.42

48.13

99.97

25.04

12.77

18.48

6.93

1.88

0.28

1.78

1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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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积，但仅拥有全国 5%~6%左右的高学历人才。近年来人才稀疏区的面积进一步缩

小，人才占比有所提高，人才分布密度也从2010年的1.22人/km²上升至1.78人/km²。

3.2 人才分布的不均衡趋势有所缓解，分布方向呈“东北—西南”走向

2010年中国高学历人才分布的基尼系数为0.660，2015年的基尼系数为0.626，两个

年份基尼系数超过0.5，表示全国地级行政单位上人才的分布数量差距悬殊，人才呈现高

度不平衡的分布特征，但5年来该不平衡分布的趋势有所缓解。造成该现象的原因可能

是经济机会因素和地方品质因素在跨世纪以来在地区间分布的不均衡，但受到“西部大

开发”“中部崛起”和“新型城镇化”等政策的影响，这种不均衡发展的格局已经开始打

破。另一方面，标准差椭圆的结果显示，中国人才分布的方向为“东北—西南”走向，

与“胡焕庸”线趋势相一致，说明中国人才分布的方向与人口分布方向相一致。另外，

2010—2015年人才分布标准差椭圆的面积有所下降，但两个年份人才分布重心并无太大

变化，均出现在安徽省六安市。

3.3 人才分布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城市群是人才集聚的高地

2010 年与 2015 年中国各地级及以上行政单位人才密度的莫兰指数分别是 0.120 与

0.145，结果皆通过显著性检验（p < 0.001）。这说明国内各区域人才密度在空间上呈现

集聚分布模式，地级行政单位间的高学历人才密度存在空间溢出效应。运用热点分析工

具识别人才分布的热点地区（图 2），发现人才分布的热点区在空间中呈现出集聚的特

征，主要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群及其周边区域。城市群领先的经济发展水平、

注：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系统审图号为GS(2016)1569的标准底图制作，底图无修改。

图1 2010年与2015年中国各城市高学历人才密度
Fig. 1 Distributions of highly educated talents of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China in 2010 and 2015

注：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系统审图号为GS(2016)1569的标准底图制作，底图无修改。

图2 2010年和2015年中国高学历人才集聚标准差椭圆以及热点分析结果
Fig. 2 Results of standard deviation ellipse of talent distribution and hot spot analysis in 2010 and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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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高的地方品质、优惠的政策扶持，对高学历人才形成了强吸引力，且由于城市群内部

的一体化程度加强，在吸引人才方面发挥了较强的联合驱动作用。

表2中，进一步计算三大城市群人才集聚度。总体上看，三大城市群以占全国5.87%

的土地，集中了将近40%的人才，且人才密度远高于平均水平。自2010—2015年三大城

市群人才集聚度和人才密度逐步提升，印证了城市群对人才集聚的作用力。对比三大城

市群人才集聚情况，人才密度上，珠三角人才密度高于长三角、京津冀；人才占比上，

长三角人才占比高于京津冀、珠三角。

4 中国高学历人才空间集聚的影响因素

4.1 变量选取

本部分构建2015年人才分布影响因素的截面模型。本文选取GDP总量（GDP）、平

均工资（WAGE）以及失业率（UNEMP）、第三产业占GDP比重（INDUSTRY） 4个变量

作为经济机会的代表性变量。地方品质变量主要包括基础公共服务、自然环境、消费能

力、交通通达等方面。公共服务方面选取人均科技教育支出占比（SEBYEXP）、人均财

政 支 出 收 入 比 （EXPBYINC）、 每 万 小 学 生 教 师 数 （TEACHER）、 人 均 医 生 数

（DOCTOR） 来测度；自然环境选取市辖区绿化率 （GERRN）、污水处理达标率

（WATER）、二氧化硫排放量 （SO2）、自然舒适度指数①；消费能力使用星级饭店数

（CONSUME） 作为代理变量予以衡量；交通便利度使用各城市公路交通通达性②

（SPEED）和平均铁路客运量（RAIL）予以衡量。除经济机会变量与地方品质变量，仍

有一些因素对人才分布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为了模型的准确性与严谨性，需要将产

生影响的其他变量进行控制。本文中将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FINVEST）、市辖区人口密

度（DENSITY）、每万人大学生数（UNISTU）、是否为省会直辖市（PROVINCE） 4个控

制变量纳入模型，以控制高学历人才的供给、城市行政等级等因素的影响。变量的描述

和预期效应如表3所示。

4.2 模型处理

为了解决由反向因果而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模型中的自变量为因变量的滞后一期

（或两期）的变量。这种做法相比既有研究中较多使用同期变量的做法更加严谨[3, 41]。此

外，构建变量之间的协方差矩阵，删除相关系数超过0.7的变量组合以解决多重共线性的

问题。考虑到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异方差问题，回归时使用稳健标准误[42]。

① 本文使用 I = T - 0.55(1 -RH)(T - 58) 计算舒适度等级，I为舒适度指标，T为气温（°F），RH为相对湿度（%），并计算各

城市舒适度等级与经验舒适值65的距离作为各城市的舒适度指标。

② 公路交通通达性使用 sDNA软件计算得到，设定计算半径为100 km[40]。

表2 2010年和2015年三大城市群人才空间分布的描述性统计
Tab.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n the distribution of highly educated talents in three major urban agglomerations

长三角

京津冀

珠三角

总计

2010年

人数比例(%)

16.38

12.31

6.22

34.91

面积比例(%)

2.49

2.65

0.73

5.87

密度(人/km2)

97.66

68.83

125.50

88.13

2015年

人数比例(%)

17.13

11.82

5.87

34.82

面积比例(%)

2.49

2.65

0.73

5.87

密度(人/km2)

123.35

79.88

143.14

1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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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探究中国高学历人才的驱动因素时更好对比不同的驱动力，基于2015年地级及
以上城市的数据，本文构建四个负二项截面模型，模型 1仅纳入 4个反映经济机会的变
量；模型2仅纳入11个反映地方品质的变量；模型3同时纳入经济机会变量与地方品质
变量；模型4中进一步加入控制变量。另一方面，为了对比城市群城市与非城市群城市
人才集聚的驱动力差异，提取出珠三角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中49个城
市。由于解释变量数量达到 19个，为解决自由度过低对模型估计造成的有效性下降问
题，采取逐步回归（向前法），以0.1为显著性水平阈值选取解释力强的解释变量进入模
型[42]。最终构建模型5（非城市群模型）和模型6（城市群模型）共2个负二项模型。
4.3 回归结果分析
4.3.1 总体回归结果 回归分析的结果如表 4所示。模型 1中，当仅加入经济机会变量
时，发现经济机会变量对高学历人才数量产生较为显著的影响。具体来说，地区发展水
平的提高、地区工资水平的改善、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都有助于提升地区高学历人才数
量。模型中并未显示出失业率与地区高学历人才数量存在显著关系。模型2中，当仅加
入地方品质变量时，结果仅显示部分地方品质变量（人均医生数、公路可达性、铁路客
运量、星级饭店数）对人才数量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但科教支出占比、财政支出收入
占比、每万人小学生教师数、污水处理率、市区绿化率、舒适度指数的影响均不显著。
此外，在不考虑经济因素时，二氧化硫排放量对人才数量产生正向影响。这是由于二氧
化硫排放一定程度上与由工业驱动的经济增长以及汽车排放等反映经济发展的因素有
关。模型3中将经济机会变量与地方品质变量同时加入模型，发现经济机会变量依然产
生比较稳健的作用，但地方品质变量中星级饭店数和二氧化硫排放量由显著变为不显

表3 变量描述和预期效应
Tab. 3 Descriptions of variables and predicted effects

变量

因变量

经济机会

地方品质

控制变量

TALENT

GDP*

WAGE*

UNEMP

INDUSTRY

SEBYEXP

EXPBYINC

TEACHER*

GREEN

WATER

SO2
*

DOCTOR*

ROAD*

RAIL*

AMENITY

CONSUME

DENSITY*

UNISTU*

FINVEST*

PROVINCE

描述

2015年各城市大专及以上学历人数(人)

2014年各城市GDP总量(万元)

2014年各城市城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元)

2014年各城市城镇失业率(%)

2014年各城市第三产业占GDP比重(%)

2014年各城市人均财政支出中科技支出和教育支出占比(%)

2014年各城市人均财政总支出与人均财政总收入的比例(%)

2014年各城市每万小学生的小学教师数量(个/万人)

2014年各城市建成区绿化率(%)

2014年各城市污水处理达标率(%)

2014年各城市工业二氧化硫排放总量(t)

2014年各城市每万人医生数(人/万人)

2014年各城市公路可达性指数

2014年各城市铁路客运量(万人)

2014年各城市舒适度指数

2013年各城市星级饭店数量(个)

2014年各城市市辖区人口密度(人/km2)

2014年各城市每万人大学生数(人/万人)

2014年各城市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万元)

是否是省会城市、直辖市或计划单列市

预期

+

+

-
+

+

+

+

+

+

-
+

+

+

-
+

+

+

未知

+

注：*代表对变量进行对数变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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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财政支出收入比则由不显著变为显著。模型4中进一步加入控制变量，发现经济机
会变量的显著性几乎未变，而地方品质变量中小学生教师数、污水处理达标率、星级饭
店数等反映教育水平、环境及消费的变量由不显著变为显著。

根据模型4的结果可以得到以下结论：经济机会是影响人才集聚的稳健变量，地区
经济发展水平与工资待遇仍对人才数量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其显著性并未随着变量的
增加而显著改变。地区 GDP 总量以及平均工资分别提升 1%，将导致人才数量增加约
0.260%及0.493%。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第三产业逐渐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
业，产业结构就业吸纳能力强，对人才分布具有较弱的正面影响，第三产业产值占GDP
比重每提高 1%，地区的人才数量就随之增加 0.009%。失业率对人才分布的影响不显
著，可能性的原因是，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以及失业率的降低，高学历人才因
具有较高的人力资本，在就业市场中具有一定优势，因此其就业受到地区失业率的限制
较小。

在考虑了经济机会因素后，模型显示地方品质同样对人才集聚产生一定的影响，主
要体现在交通以及以医疗、教育为核心的公共服务要素，城市消费设施也对人才分布产
生了一定影响。交通对人才分布影响较大，计量结果显示，公路可达性指数每提高1%，
人才数量增加0.135%，铁路客运量每提高1%，人才数量会随之增加0.068%。便捷的城
市交通网络与较高的可达性极大降低了本地人才的交流成本与迁移成本，有利于吸引人
才集聚。公共服务一直被视为吸引人才的重要因素，随着迁移模式的转变，城市人才家
庭方面的保障尤其是子女教育显得至关重要，每万小学生教师数每增加1%将导致人才数
量增加约0.299%；医疗水平对地区人才数量同样产生了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人均医生
数每增加 1%，地区人才数量随之增加 0.273%。这表明人才对于地区医疗水平的需求逐
渐突出，对于自身健康的意识增强，医疗条件也逐渐成为影响人才分布的正向驱动力。
城市星级饭店数作为测度城市提供消费品能力的代理变量，对人才分布具有显著的正向
影响。每增加一个星级饭店，城市人才数量便会增加0.001%。丰富的消费设施，可以满
足人才的精神需求，是城市不可转移的禀赋优势，对人才具有较高的吸引力[43]。与国外
学者的实证结论不同，本文发现自然环境因素对人才集聚的影响较小，舒适度指数、二
氧化硫排放量以及绿化都不影响人才的分布，只有城市污水达标率对人才分布产生了较
弱的正向影响。
4.4 城市群与非城市群的对比分析

对于非城市群的城市（模型 5），经济机会是人才分布的主要驱动力，表现在地区
GDP总量、平均工资和三产占比对人才数量的增加均表现显著的正向影响。城市经济水
平越高，工资待遇越好，越能吸引人才来就业，同时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同样对人才具
有正向的促进作用。除此之外，与预期不符，二氧化硫排放量虽是空气质量的指标，但
在模型中显示出对人才的正向吸引作用。一般而言，二氧化硫排放量一定程度上也代表
了城市经济实力与产业水平，这说明在非城市群的城市里，人才更多地受到二氧化硫排
放量背后隐含的经济因素的驱动，而较少关注其造成的空气质量的恶化。除此之外，地
方品质中仅有反映城市公共服务、教育和交通品质的变量表征出对人才分布的显著影
响，其中交通对城市人才数量的影响显著，非城市群城市中的人才对于城市的公路可达
性较为敏感，较高的公路可达性有利于人才在区域内的流动与交流。此外，基础教育对
人才分布的影响十分稳健，再次证明了子女教育对吸引人才的重要性。人均财政支出占
财政收入比也对城市人才数量产生显著影响，城市公共服务的发达程度为人才的生活品
质提供了基础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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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模型回归结果
Tab. 4 Regression results of models

GDP

WAGE

UNEMP

INDUSTRY

SEBYEXP

EXPBYINC

TEACHER

GREEN

WATER

SO2

DOCTOR

SPEED

RAIL

AMENITY

CONSUME

UNISTU

FINVEST

DENSITY

PROVINCE

CONSTANT

N

伪R2

α

模型1

TALENT

0.543***

（0.504）

0.506**

（0.244）

-0.003

（0.013）

0.022***

（0.005）

-2.478

（2.545）

230

0.056

0.203

模型2

TALENT

0.009

（0.011）

0.000

（0.000）

0.076

（0.190）

-0.006

（0.004）

0.006

（0.004）

0.086*

（0.049）

0.478***

（0.120）

0.196**

（0.076）

0.201***

（0.031）

-0.002

（0.005）

0.004***

（0.001）

8.361***

（1.415）

161

0.056

0.163

模型3

TALENT

0.299***

（0.717）

0.541**

（0.254）

-0.014

（0.015）

0.016***

（0.005）

-0.005

（0.010）

0.001***

（0.000）

0.135

（0.183）

-0.004

（0.003）

0.004

（0.003）

0.057

（0.044）

0.253**

（0.099）

0.166**

（0.064）

0.098***

（0.037）

-0.003

（0.005）

0.001

（0.001）

-1.529

（2.684）

158

0.064

0.131

模型4

TALENT

0.260***

（0.073）

0.493**

（0.249）

-0.011

（0.015）

0.009*

（0.005）

0.002

（0.010）

0.001*

（0.000）

0.299*

（0.175）

-0.003

（0.004）

0.005**

（0.002）

0.058

（0.043）

0.273***

（0.104）

0.135**

（0.061）

0.068*

（0.035）

-0.003

（0.005）

0.001**

（0.001）

0.027

（0.037）

-0.171**

（0.080）

0.039

（0.050）

0.408***

（0.124）

0.078

（2.651）

158

0.068

0.119

模型5

TALENT

0.384***

（0.055）

0.445*

（0.261）

0.011**

（0.005）

0.001***

（0.000）

0.311**

（0.147）

0.094**

（0.042）

0.227***

（0.058）

0.492***

（0.142）

-1.780

（2.785）

127

0.005

0.128

模型6

TALENT

0.512***

（0.008）

0.005

（0.008）

0.003**

（0.001）

0.703*

（0.369）

-0.354***

（0.064）

0.192***

（0.068）

-0.018*

（0.009）

0.001***

（0.000）

0.135**

（0.061）

1.269

（3.466）

31

0.118

0.041

注：***代表p < 0.01；**代表p < 0.05；*代表p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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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城市群的城市而言（模型6），经济机会变量中只有GDP对城市人才数量影响显
著，而地方品质变量包括公共服务、自然环境、消费以及交通都对城市人才数量的影响
彰显。城市群中的城市经济相对较为发达，工资水平较高可满足人才的经济追求，人才
在达到经济的基本需求之后，地方品质逐渐成为影响城市的人才吸引力的关键因素。无
论是城市群还是非城市群，地方品质因素中的公共服务和基础教育变量都是影响城市人
才吸引力的重要因素。而与非城市群城市不同，在城市群中的城市二氧化硫排放将对人
才集聚产生抑制作用。这说明城市群城市中，人才对空气质量的需求更高，良好的空气
质量有利于增强城市的人才吸引力。此外，气候舒适度同样影响城市的人才吸引力，气
候舒适度指数越靠近绝对舒适值，人才数量越多，怡人的气候、舒适的自然环境日益成
为重要的人才吸引要素[44]。交通依然是显著的影响因素，但与非城市群中的城市不同，
铁路客运量成为影响人才分布的交通因素，这可能与铁路的辐射范围更广、运输速度更
快等特征有关。最后，消费也成是影响城市群人才吸引力的重要因素，城市星级饭店数
量对人才数量产生促进作用。

控制变量方面，是否为高等级城市对非城市群的城市的人才吸引力影响显著，但对
城市群城市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高等级城市往往集中了本省更多优质医疗与教育资
源，具有更多的政策优势，会加剧人才向省会城市的迁移；城市群中的城市经济发展水
平较高，区域内资源共享，经济合作紧密，人才分布受行政力量的影响较小。每万人大
学生数对城市群城市的人才吸引力呈显著正向影响，但该变量对非城市群城市人才不显
著。这表明城市群城市对人才的粘滞性，城市群区域内的资源优势一定程度上将当地大
专学历以上的应届毕业生更多留在本地发展，而非城市群的城市的应届生就地转化能力
不显著。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本文基于全国人口普查及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基于集聚度、基尼系数、空间

统计分析等手段对2010年及2015年中国地级及以上行政单位人才的时空演化特征进行分
析，并基于负二项模型对2015年中国人才的驱动因素展开研究。研究主要发现以下结论：

（1） 2010—2015年间中国高学历人才呈现出高度集中的空间分布格局。行政等级较
高、人口规模较大的城市是人才主要分布的地区；高学历人才呈现高度不平衡的分布特
征，该不平衡分布的趋势逐渐减弱，分布方向为“东北—西南”走向；2010年及2015年
各城市人才密度存在正的空间自相关性，集聚分布特征明显，人才分布的热点地区主要
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群及其周边区域。

（2）经济机会是影响中国高学历人才集聚的主导力量，经济机会变量对城市人才数
量的显著正向影响，其中工资是核心驱动力，地区的平均工资每提升1%，将导致人才数
量增加0.493%。说明以工资报酬为核心的经济机会仍是影响人才分布的关键要素，人才
的分布与迁移更多是基于经济机会所作出的理性决策。此外，地区的发展水平、产业结
构等变量同样对人才分布产生显著影响。

（3）当控制了经济机会的影响后，以教育和医疗等基础公共服务、交通可达性和城
市消费设施为核心的地方品质变量在中国高学历人才的空间集聚过程中扮演着不容忽视
的作用。每万名小学生的教师数量每增加 1%将导致地区人才数量上升 0.299%。城市星
级饭店数代表的城市提供消费品能力对人才分布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然而，自然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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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对人才集聚的影响较小，舒适度指数、二氧化硫排放量以及绿化都不影响人才的分

布，只有城市污水达标率对人才分布产生了较弱的正向影响。

（4）城市群与非城市群人才驱动因素存在显著的差异性：对于非城市群中人才，经

济机会是其分布的主要驱动力，而地方品质中仅有反映教育、交通通达度等相关变量表

征出对人才分布的显著影响。二氧化硫排放量虽是空气质量的指标，但在模型中同样显

示出对人才的促进作用；对于城市群中人才，经济机会变量中GDP总量的影响仍然显

著，而地方品质变量包括公共服务、自然环境、消费以及交通都对城市人才数量的影响

彰显，二氧化硫排放对人才集聚产生抑制作用，而气候舒适度也成为城市群人才集聚的

关键。

5.2 讨论

近年来中国高学历人才空间集聚趋势加强，东南沿海地区因其发达的经济水平、较

高的地方品质吸引了绝大部分人才的流入。人才的集聚一方面在发达地区形成了规模经

济，知识溢出效应加强，激发了地区创新水平及发展活力；但另一方面，人才高度集聚

的背后是中部与西部地区人才的缺位。因此，针对中国高学历人才的空间分布格局，应

从国家层面优化中国人才分布格局，制定合宜的人才发展政策，提高人才配置效率。对

于人才高度集聚区，要重视人才集聚带来的正外部性，不宜通过政策进行过多干预。对

于人才分布较为稀疏的中部与西部地区，经济机会是影响人才分布的主要因素，应制定

优惠的人才政策，对去往中西部地区工作落户的应届毕业生给予一定的经济奖励并保障

其基本生活配套；通过配置回乡再就业经济补贴等优惠经济政策，鼓励在发达地区工作

的流动人才回乡工作，从而进一步优化中国的高学历人才分布格局，进一步缩小各地区

间的发展差距。

经济机会仍是目前影响人才分布的主要因素。尤其对于非城市群的城市而言，应重

视经济社会发展，以满足高学历人才的经济需求为切入口，增强城市的人才吸引力。另

一方面，地方品质是未来城市发展的关键。从中国发展实践来看，随着经济社会的发

展，高学历人才对地方品质的重视程度逐渐增强，尤其对于城市群的城市而言，完善的

公共服务、多样化的消费设施、便捷的交通网络以及舒适的自然环境将构成未来城市人

才吸引力的重要因素。

本文仍存在以下不足之处：① 本文的研究囿于数据，存在遗漏变量的问题，尤其是

地方品质的变量中有一些关键因素无法涉及，可能会影响结论的普适性；② 本文的分析

仅关注 2010—2015年中国高学历人才的分布及驱动机制，缺乏基于多期数据的实证研

究。有鉴于此，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后续研究：① 通过实地调研或借助大数据平台，

为地方品质这一概念的不同层次补充适宜的数据，加入更多微观个体的数据与城市场景

的指标；② 丰富人才研究的主体，可以尝试比较不同人才群体分布的影响因素分异；

③ 以人才数量占人口数量之比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对人才集聚问题展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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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driving forces of Chinese
highly educated talents

GU Hengyu, SHEN Tiyan
(School of Government,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Talents are the core driving force for regional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and they
are also the key to urban competition in the future. Based on the data of the sixth population
census and the national 1% population sampling survey in 2015, this paper uses the
concentration index (CI), Gini index (GI) and several related spatial analysis methods to
examine the spatial patterns of highly educated talents across China and the drivers behind
these patterns from 2010 to 2015.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1) Talents show highly
concentrated and unbalanced 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s at the city level over the five years,
but the trend of concentration and imbalance has gradually eased. Results from standard
deviation ellipse (SDE) indicate that the distribution direction of highly educated people is "NE-
SW". Furthermore, there is a significant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in the distribution of talents,
with three major urban agglomerations of China as the highlands. (2) Economic opportunities
are the dominant drivers for the distribution of highly educated talents in China. Among them,
wages are the core driver, and gross GDP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of each city also exert a
significant impact. (3) After controlling the impacts of economic opportunities, local quality
variables represented by basic public services (e.g., education and medical care), transportation
accessibility and urban consumption facilitie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istribution of
highly educated talents. (4)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driving factors for
talents in urban agglomerations and non-urban agglomerations: economic opportunities are the
main driving force for the distribution of talents in both urban agglomerations and non-urban
agglomerations, while local qualities including education, consumption, transportation and
natural environment have a more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distribution of talents in urban
agglomerations. This study provides references for the formulation of urban and regional talent
policies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policies.
Keywords: highly educated talents; spatial patterns; driving forces; prefecture-level cities;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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